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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要素与内部控制的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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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渐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企业在数据资源的整合应用及内部管理方面的不足,已成

为制约其在人工智能驱动下转型升级的主要障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以 2007—2022 年中国制造业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①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

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分析后依旧成立;②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增强数据要素应

用水平、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个独立中介效应及两者链式中介效应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③人工智能技术对非国有、技术

型并购型、技术变化较快行业与高科技行业的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较大。 研究结论扩展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企业转

型与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同时为增强其转型与升级能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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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工智能作为制造业优化升级的重要载体,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其应用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

能力[1] 、提升企业生产效率[2] 、优化制造企业管理过程[3] 、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4] 。 除国家层面出台

的一系列政策与规划以外,《2024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

‘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加快

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整体明确了要将人

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新局面。 与其他数字技术相比,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卓越的渗透性、创新性和协

同性等技术特征,为制造企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关键契机和稳固支撑。 以福特汽车和特斯拉为例,它们

在其生产线上部署了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制造过程的效率和质量控制,同时使用数据分析优化其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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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功例子说明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应用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决策质量。 然而,根据国家智能制造发

展水平评价系统显示,截至 2024 年 8 月,约 67. 93%的中国制造企业智能化水平处于一级及以下水平,仅有

3. 37%的制造企业达到三级及以上水平,意味着中国制造企业智能发展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同时,现实

中许多制造企业在推进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常面临信息化与智能化脱节的问题,“数据孤岛”现象普遍,加之

内部控制标准的不恰当定位,诸多问题已成为限制人工智能驱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主要瓶颈[5] 。 鉴于

此,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有效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以及如何优化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内部管理

中的应用,对于提高制造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升级影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文献多从理论方法、

影响机制两方面切入。 在理论方法上,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并侧重于产业层面

的分析。 黄旭[6] 、郭凯明[7]在 Acemoglu 和 Restrepo[8] 的理论基础上构建动态均衡模型,阐释人工智能技术

在优化生产要素再配置中激发产业升级。 随后在此研究框架内,不同学者进一步深入分析数据要素与产业

融合的深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正面影响[9-10] 。 也有学者从资本-技能互补理论[11-12] 、偏向型技术进步理

论[13-14] 、扎根理论[1,15]等不同视角出发,一致认同人工智能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的积极效应。 相

较于前述理论,资源编排理论正逐渐成为制造业研究中的重要理论框架,并作为理论支撑被广泛采纳[16] ,其
核心观点是企业应随着自身技术的发展,通过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整合与应用,以最大化资源和能力的价

值。 该理论全面阐释了资源的获取、转化及其有效利用的连贯过程[17] ,为制造企业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实现

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分析框架。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作用,能够将企业积累的资源转化为

决策和技术创新的动力,进而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
在影响机制上,鲜有文献直接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 一部分学者从工

业机器人、工业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等角度研究其对企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

结构[18-19]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7-20] 、改变企业生产管理[1] 等机制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例如,邓仲良和屈小

博[21] 总结了工业机器人应用产生的“卡尔多事实” ,表明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改变了制造业的要素结构,为
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支持。 邓悦和蒋琬仪[3]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进行

深入分析,研究结果揭示使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业通过提高管理能力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为实现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了路径。 这些研究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宝贵的策略和途径,但人工智能不同于其他数字技

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涉及多样的渠道与中介,仍需开展直接研究,共同推动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另一部分学者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评价企业转型升级,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机制,大致分为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持正面影响观点的学者提出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能

力[22-23] 、加速人力资本积累[24] 、加快企业营运效率[25]等机制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持否定观点的学

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引发资本和劳动力配置不当[26-27] 、生产率的滞后效应[28-29] 及人工智能统计方法

的误差[26] ,导致“生产率悖论” [31] 、“鲍莫尔病” [32]与“工资两极化” [33] 等现象产生,阻碍生产率的发展。 尽

管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具有双刃剑特性,但人工智能在制造领域的应用使企业能够借

助丰富的数据资源,对市场和消费者需求进行精确分析,以指导内部管理和经营决策的制定与优化,现有文

献并未体现数据资源信息应用能力与内部控制体系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其影响及动力源泉的研究有待

深入探究。
综上所述,从已有的文献中看出,虽然学术界在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升级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但既有文献还存在一定不足。 一是尚未充分验证人工智能技术直接推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有效

性,二是关于人工智能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中间路径与作用机制有待深入分析,即忽略了数据资源信

息应用能力与内部控制体系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以及忽视效应之间的可能存在的链式作用。
鉴于此,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选取 2007—2022 年中国制造业 A 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构建链式多

重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和内在机制,以期为制造企业转型决策提供

参考。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为:第一,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结合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探讨人工智

能技术作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直接驱动力的有效性,为进一步理解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新颖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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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第二,采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渠道,揭示了人工

智能技术不仅可通过增强数据要素应用水平、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条独立中介渠道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

级,还可通过两者链式中介效应促进制造企业,扩展了现有研究的理论机制探讨。 研究成果为理解人工智

能在制造业转型中的赋能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制造企业制定智能化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推动国

家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做出了贡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构企业资源配置和决策过程,驱动组织结构战略性转型[34] 。
企业则通过战略性调整应对市场和产业的复杂变化,实现转型升级。 因此,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企业技

术资源,与企业转型升级紧密相连。
资源编排理论起源于资源基础观(RBV),该理论主张企业应专注于资源的精确分配、协调整合及高效

应用[17] ,并集中于三个关键管理环节:资源的结构化、能力化与杠杆化,分别强调通过识别和积累形成资源

组合、动员资源以匹配企业战略、转化资源组合以形成企业核心能力的过程[35] 。 后续研究将其定位为企业

提升稀缺资源分析能力的关键,进而有效催化资源价值的创造[36] ,全面揭示资源获取、转化及应用的机制。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关键技术资源,通过促进资源融合与生产流程的高效数据交换,推动企业智能化和数字

化转型。 同时,通过资源的精准配置,助力企业克服发展障碍,实现转型升级。
首先,将人工智能技术和设备融入制造企业的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优化企业内部的创新资源分配效

率,以实现企业运营的智能化转型。 资源编排理论指出企业应将现有资源组合转化为企业核心能力。 企业

通过采纳人工智能技术,对生产流程中的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价值提取,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转

型,提高对消费者需求的响应速度,促进定制化和敏捷性的产品开发[37] 。 同时,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

合通过数据驱动的决策优化,推动企业向智能化管理转型。 不仅提升了组织内部和跨企业间的沟通效率,
优化了成本结构,降低了交易与协调成本,且成本效益的提升有效减轻了企业的融资压力,促进了资源的高

效配置,加快了企业整体的转型升级进程。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提升了企业内外部资源获取能力,优化流程架构,增强了管理的灵活性与智能化,

提高了转型升级的效率与准确性。 资源编排理论强调企业应对资源精准识别、积极获取及有效积累,从而

形成协同的资源组合。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融合推动了企业智能化转型,通过并行化研发流程,缩短了创新

周期[38] 。 深度学习技术,尤其是强化学习与自我迭代,以及机器学习对集体智慧的整合,优化了知识创造过

程,提高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效率与准确性。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获取和整合需求与供给信息方面降

低了信息交易成本,使企业能够灵活应对市场与供应链的动态变化,调整产能,推动供应链管理向精细化、
柔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加速企业的升级进程[39] 。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强化企业数据信息的处理能力,促进了组织内部的系统性变革,确保企业资源

与转型升级需求的动态适配,推动其转型升级[40] 。 资源编排理论阐明,企业必须激活并整合资源以生成与

其战略目标相契合的价值。 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通用技术,与传统制造设备融合,赋予其自感知、自
我学习和自主决策的能力,从而促进产品创新[41] 。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互联互通特性通过提高信息传递

效率[42] ,优化了企业在市场中的定位和模式,促使企业与学术研究机构、用户等创新主体构建开放性创新网

络,增强创新机会并提升创新价值[43] ,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特斯拉通过集成人工智能技

术,强化了数据处理能力,实现了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化生产的转变,通过实时数据分析优化生产流程,降低

成本,并以人工智能驱动的自动驾驶技术引领行业技术革新。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向影响(H1)。
(二)数据要素应用水平的中介效应

数据采集、处理与流通已成为企业运营的核心资源,被众多企业视为战略资本[44] 。 既往文献指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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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通过描述性分析挖掘业务价值,预测性分析动向,规范性分析制定行动策略,有效丰富了决策信息,降
低了不确定性,从而显著提升了企业决策效率[45] ,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 因此,本文认为人工智能

技术可以通过提升数据要素应用水平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其一,人工智能的适应性赋予企业迅速解析不同数据源的能力,进而促进了知识的多样化获取与重组,

显著提升知识整合的效率。 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不同数据深度识别和分析,优化了企业知识

库、技术储备、市场数据及专业领域知识的再利用,从而提升了生产与业务流程的效率,并将数据资源转化

为战略优势[46] 。 例如,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了建筑业的效率,通过数据精确传输与施工自动化,提升了处理复

杂任务的能力,同时节约了时间和资源[47] 。 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采纳和应用频率的增加,将促进数据要素

应用的深化。 继而,数据要素的多样化应用将为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进一步集成提供坚实的支撑,即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提升企业数据要素应用水平。
其二,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数据要素,促进了企业智能化和信息系统的迭代,优化了信息流通并整合了业

务流程,从而加速企业的资源优化和转型升级。 数据资源的潜能释放需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其技术

依赖性是推动企业生产向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因素[23] ,整个过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显著,通过

有效替代低技能劳动力,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 它不仅优化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关键的在于催生了创新

的生产方法,驱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48-49] 。 同时,数据要素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使得人工

智能技术的集成能够优化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高效利用。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确保了组织内部及合作伙伴

间的信息流畅,不仅提升了工作效能,也实现了成本节约[50] 。 如此一来,制造企业通过数据强化其应用能

力,提高了信息处理和利用效率、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更高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转型升级。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企业数据要素应用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H2)。
(三)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应

内部控制作为一项组织资源,涵盖了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措施、信息与沟通及监督机制等制度要

素[51] 。 人工智能技术的部署能够优化组织管理流程和决策机制,实现生产管理的精细化与柔性化[52] ,提升

内部控制的效能,并推动企业的转型与升级。 因此,本文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强化内部控制有效性

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其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识别并利用有竞争优势的资源,增强内部控制的严密性,提高决策效

率。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企业能够对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和微观生产条件的数据进行系统性获取、收集

与分析,显著提升了市场预测的精确度,从而优化了企业的决策效率[38] 。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企业内

部管理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包括组织架构的扁平化与网络化,产品设计的个性化、生产方式的模块化[52] 。 这

些变革提升了企业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使其能够迅速响应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从而增强战略决策的实施

效果。
其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治理机制的优化,提升内部控制的效能,从而加速企业的

转型与升级进程。 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经常面临多方面的风险,包括交易失误和系统故障等,这些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考验了企业内部的自主管理和控制能力。 人工智能辅助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交易活动风

险的动态辨识与管理决策的即时互动,优化了企业内部控制的管理效率,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成本,
并显著增强了内部控制的效能[52] 。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强化了企业对内部控制规范的遵循度、
信息获取和甄别能力,同时提升了识别和纠正岗位相关内部控制缺陷的能力,支持企业向更高价值的领域

转型。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能够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H3)。
(四)数据要素应用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的链式中介效应

作为企业技术的关键构成,人工智能技术促进了资源的获取、整合、重构与应用,利用数据分析进行风

险评估和管理,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促进创新[53] 。 然而,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传统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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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地等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数据要素作为现代经济中的关键资源,能够为传统生产要素提供信息支持

和决策依据,增强其效率和效果[54] 。 缺少数据要素,企业可能难以实现精细化管理和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影

响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响应速度。 增强对数据要素的应用程度,会驱动企业加速构建智能化内部控制机制,
有效降低因个人主观性偏差导致的决策失误,同时显著提高了决策的效率与准确性,因此,数据要素也被认

为是内部控制质量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5] 。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升数据要素的应用水平,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分析和处理大量数据,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和精确性。
例如,在供应链管理中,人工智能可以预测需求波动,优化库存水平,减少库存积压和降低成本。 同时,实时

监控和风险评估功能帮助制造企业及时识别和管理潜在风险[55] ,提高内部控制的预防性和适应性,尤其是

制造企业可以通过使用机器学习模型监测生产线上的数据,企业能够预测设备故障,实施预防性维护,避免

生产中断。 这一流程的优化和自动化减少了人为错误,确保业务流程的标准化和一致性。 此外,人工智能

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访问性[5] ,使内部监督更加有效,同时通过绩效评估确保员工和部门目标与企业战

略一致。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提升了内部控制的质量,为企业的稳健运营和持续创新奠定基础,从而促进企

业的转型升级。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数据要素应用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在人工智能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关系中起到链式中介效应(H4)。
综上,构建的研究模型具体如图 1 所示。 在该研究模型中,数据要素应用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效

应路径展现出非平行且非独立的链式传导机制。 其核心逻辑在于,链式中介传导路径将数据要素应用水平

和内部控制质量这两个独立中介效应路径相串联,以此分析不同作用机制的链式传导关系,从而深入剖析

人工智能技术、数据要素应用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综合作用机制。

图 1　 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变量和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转型升级(Upgrade)
据前文理论分析,企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多维度、全面发展的动态内容。 因此借鉴李国龙等[56] 、夏太彪

等[57]的做法,从资产结构、价值链攀升、经营效率 3 个二级指标、12 个三级指标,采用熵值法构建企业转型

升级综合指数。
就创新能力而言,依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的增强能够提升企业产品与服务的质

量及其附加值[57] 。 基于此,本文采用研发创新、人力资本投入作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
就资产结构而言,在企业成长的初期,资产结构优化侧重于物质资源的增强,并逐步向高价值的市场营

销环节转型[58] 。 基于此,本文使用规模扩张的投资活动、投入资本回报率、资产报酬率、外部资源的投资活

动来衡量资产结构。
就价值链位置攀升而言,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目标是增强其价值创造能力,以优化企业运营表现,并反

映在价值链上附加值的提升[58] 。 基于此,本文借鉴刘奕等[59] 的研究,采用利税总额、企业经济增加值来衡

量价值链攀升的衡量指标。
就经营效率而言,其反映企业每单位经营耗费和自有资本创收能力[60] 。 因此,本文使用劳动生产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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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营业利润率进行衡量。
最后采用熵值法计算得出制造企业当年的转型升级指数(Upgrade),具体如表 2 所示。
2. 核心解释变量:

 

人工智能技术( lnpatent)
鉴于数据的可获性,本研究参考谢卫红等[61] 的做法,首先,通过人工查阅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多篇文献,

根据姚加权等[2] 、吴非等[62] “人工智能”板块、Chen
 

和
 

Srinivasan[63] 、Miric 等[64] 等研究基础上,确定 119 个

与人工智能技术专利相关表述的关键词,构建“人工智能”词典(表 1)。 其中英文关键词根据剑桥辞典、新
帕尔格雷大经济学大辞典等多个辞典翻译成中文后,与中文常用翻译进行对比,选取最符合的中文翻译,再
与中文关键词进行合并。 其次,筛选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专利文档,识别包含人工智能关键词(表 1)的

标题和摘要,以此界定人工智能相关专利。 最终得到 15168 份样本。 最后采用人工智能专利数加 1 后的自

然对数(lnpatent)来衡量企业人工智能技术。

表 1　 “人工智能”词典

人工智能 人工生命 人工通用智能 物联网 AI 产品 AI 芯片 机器翻译

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 机器人学 计算机视觉 计算机仿真 计算创造力 人机交互

人机协同 人机对话 深度学习 强化学习 表示学习 集成学习 深度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 递归神经网络 卷积神经网络 特征识别 图像识别 循环神经网络

声纹识别 尖峰神经网络 生物识别技术 模式识别 语言识别 语音识别 人脸识别

生物识别 语音合成 语音交互 语义搜索 协作过滤 情感分析 身份验证

数据挖掘 数据可视化 智慧银行 智慧金融 智能监管 智能教育 商业智能

智能客服 智能零售 智能农业 智能投顾 智能代理 智能运输 无人驾驶

智能医疗 智能音箱 智能语音 智能政务 智能家居 智能保险 对象检测

智能体 智能养老 混合智能系统 环境智能 群体智能 智能机器人 特征提取

问答系统 智能环保 增强智能 智能搜索 智能计算 智能芯片 遗传算法

多代理系统 大数据营销 大数据风控 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处理 大数据运营 情感计算

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管理 知识图谱 知识图形 知识表示 增强现实 进化算法

虚拟现实 智能数据分析 云计算 边缘计算 分布式计算 语义分割 自动驾驶

语义网络 模糊逻辑 模糊控制 控制论 图像理解 图像分类 预测系统

信息集成 智能传感器 可穿戴产品 专家系统 神经形态硬件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 投资决策辅助系统

生成式对抗性网络
可解释

人工智能
支持向量机

(SVM)
长短期记忆

(LSTM)
基于案例的

推理

3. 中介变量

(1)企业数据要素应用水平(Dig)。 企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收集、存储、清理、分析并利用数据要素的能

力能使管理层充分了解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以便进行有效的企业转型升级。 因此本文借鉴史青春等[65] 的做

法,用张灵等[66]所构建 132 个“数据要素”关键词,在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中统计其披露次数,对所有关键词的

披露次数求和后加 1 取自然对数衡量数据要素应用水平(Dig)。 这些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越高,说明企业数

据要素应用水平越高。
(2)内部控制质量( IC)。 人工智能应用内部控制治理有利于内部控制活动的智能化监督[67] 。 因此参

照耀友福和何相亿[67]的做法,采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内部控制质量( IC),具体为

内部控制指数除以 100 再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内部控制指数越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好。
4. 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研究人工智能对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参考姚加权等[2] ,谢卫红等[61] 等学者的研

究成果,引入企业年龄(Firmage)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资产负债率( Leverage) 、企业价值( TobinQ) 、
现金流比率(Cflow)5 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降低非关键因素的影响程度。 综上,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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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变量定义

类型 变量 指标 具体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转型

升级综合指数
(Upgrade)

创新能力

资产结构

价值链
位置攀升

经营效率

研发创新 企业研发投入金额 / 总资产

人力资本投入 本科生、研究生学历占比

规模扩张的投资活动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 资产总计

投入资本回报率 息前税后经营利润 / 投入资本

资产报酬率 利润总额 / (固定资产+流动资产)
外部资源的投资活动 投资支付的现金 / 资产总计

利税总额 税金及附加+利润总额

企业经济增加值 经济增加值 / 总股本

劳动生产率 ln(利润总额 / 年末职工数)
总营业成本率 营业总成本 / 营业总收入

成本费用利润率 利润总额 / 营业总成本

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 / 营业总收入

解释变量 人工智能技术(lnpatent) ln(文本识别得出上市公司当年申请的人工智能
专利数量+1)

机制变量
企业数据要素应用水平(Dig) ln(年报数据要素相关词频+1)

内部控制( IC) ln(迪博·内部控制指数+1)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Firmage) ln(上市年限+1)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上年营业收入) / 上年营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Leverage) 负债合计 / 资产总计

企业价值(TobinQ) 市值 / 资产总计

现金流比率(Cflow) 现金流量净额 / 资产总计

5. 数据与统计性描述

由于人工智能专利于 2007 年兴起[2] ,本文选取 2007—2022 年中国制造业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人工

智能技术和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 为提升参数估计的精确度,样本筛选遵循以下标准:①排除样

本期间 ST(special
 

treatment)、∗ST 类企业及退市的企业;②剔除关键变量显著异常的观测值;③去除数据缺

失的企业样本。 最终得到 15168 个样本。 数据来源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上市

公司年报来自巨潮资讯网站;企业相关财务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并根据相关指标

的定义进行计算。 此外,本文采用 1%以下和 99%以上分位数对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以减少极端值对研

究结果的干扰。
表 3 报告了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企业转型升级(Upgrade)的平均值为 0. 080,且最大值和最小值相

差较小,说明整体而言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转型升级综合指数处于较低水平。 人工智能技术( lnpatent)的标

准差为 0. 600,表明制造业企业中人工智能技术的离散程度较大。 从企业数据要素应用水平(Dig)上看,其
的最小值为 0. 000,最大值为 4. 740,说明企业间数据要素应用水平不分伯仲。 相较之下,制造企业内控质量

( IC)标准差为 0. 920,差异程度较大。 从控制变量上看,各控制变量均处于合理水平。

表 3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Upgrade 15168 0. 080 0. 060 0. 010 0. 270
lnpatent 15168 0. 210 0. 600 0. 000 3. 180
Dig 15168 2. 000 1. 000 0. 000 4. 740
IC 15168 6. 360 0. 920 0. 000 6. 760

Firmage 15168 2. 010 0. 750 0. 690 3. 300
Growth 15168 0. 200 0. 450 -0. 600 2. 450
Leverage 15168 0. 390 0. 190 0. 060 0. 850
TobinQ 15168 2. 100 1. 250 0. 870 7. 970
Cflow 15168 0. 050 0. 060 -0. 120 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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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设定与实证策略

为检验假设 H1,即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主效应,构建模型如式(1)所示。

Upgrapei,t = α0 + α1 lnpatanti,t + α j∑Controlsi,t + ∑Year + ∑Ind + ∑Pro + εi,t (1)

其中:Upgrape 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转型升级;lnpatent 为核心解释人工智能技术;Controls 为控制变量,包括企

业年龄(Firmage)、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资产负债率( Leverage)、企业价值( TobinQ)、现金流比率

(Cflow);ε 为随机误差项;i 为公司;t 为年份;Year、Ind、Pro 分别为年份、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 如果式(1)
中 lnpatent 的系数 α1 显著且为正数,说明人工智能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正相关,则假设 H1 得到验证。

为检验假设 H2、假设 H3 和假设 H4 中提出的影响路径,本文借鉴柳士顺和凌文辁[68] 、董嘉昌等[69]的做

法,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如式(2) ~式(4)所示。

Digi,t = β0 + β1 lnpatanti,t + β j∑Controlsi,t + ∑Year + ∑Ind + ∑Pro + εi,t
        (2)

IC i,t = γ0 + γ1 lnpatanti,t + γ2Digi,t + γ j∑Controlsi,t + ∑Year + ∑Ind + ∑Pro + εi,t
 (3)

　 　 　 Upgrapei,t = δ0 + δ1 lnpatanti,t + δ2Digi,t + δ3IC i,t + δ j∑Controlsi,t +

∑Year + ∑Ind + ∑Pro + εi,t
        (4)

其中:IC 为内部控制质量;Dig 为企业数据要素应用水平;β、γ、δ 为各模型待估系数。 模型(2)检验人工智能

技术对企业数据要素应用水平的影响;模型(3)在控制人工智能技术的情况下检验企业数据要素应用水平

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模型(4)在控制人工智能技术和企业数据要素应用水平的情况下检验内部控制质

量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此外,本文在实证分析中一致采用企业层面聚类(cluster)处理。
鉴于近期学术界对依次回归检验方法的质疑,温忠麟和叶宝娟[70]提出了 Bootstrap 方法来验证多重中介

效应的有效性。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机制检验部分采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式(1) ~
式(4)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并辅以 Bootstrap 方法来确认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成立与否。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相关性分析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转型升级的系数为 0. 171,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工智能

技术含量越高的企业,其企业转型升级能力也较高,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向作用。 人

工智能技术与数据要素应用水平的系数为 0. 352,在 1%的水平上显著,数据要素应用水平与企业转型升级

的系数为 0. 174,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工智能技术与数据要素应用水平、数据要素应用水平与企业转

型升级之间显著正相关。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转型升级的系数为 0. 064,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

制质量越高,其企业转型升级能力也越高,人工智能技术与内部控制质量的系数为 0. 045,说明内部控制质

量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正相关。 数据要素应用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的系数为 0. 044,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数据要素应用程度越高的制造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上述变量间相关性低,且回归结果表明最大

VIF 值为 1. 73,平均 VIF 为 2. 85,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变量 Upgrade lnpatent Dig IC Firmage Growth Leverage TobinQ Cflow VIF
Upgrade 1
lnpatent 0. 171∗∗∗ 1 1. 23
Dig 0. 174∗∗∗ 0. 352∗∗∗ 1 1. 73
IC 0. 064∗∗∗ 0. 045∗∗∗ 0. 044∗∗∗ 1 1. 05

Firmage -0. 130∗∗∗ 0. 076∗∗∗ -0. 029∗∗∗ -0. 104∗∗∗ 1 1. 33
Growth 0. 132∗∗∗ 0. 089∗∗∗ 0. 123∗∗∗ 0. 007 -0. 034∗∗∗ 1 1. 11
Leverage -0. 188∗∗∗ 0. 100∗∗∗ -0. 016∗∗ -0. 117∗∗∗ 0. 363∗∗∗ 0. 007 1 1. 43
TobinQ 0. 160∗∗∗ -0. 019∗∗ 0. 020∗∗ 0. 022∗∗∗ -0. 079∗∗∗ 0. 012 -0. 287∗∗∗ 1 1. 33
Cflow 0. 055∗∗∗ -0. 007 -0. 046∗∗∗ 0. 063∗∗∗ 0. 017∗∗ -0. 132∗∗∗ -0. 172∗∗∗ 0. 200∗∗∗ 1 1. 19

　 注:∗∗∗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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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 5 是实证分析的基准回归结果,各列均纳入了年份、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 (1)列呈现未纳入控制变

量的分析结果,企业人工智能技术(lnpatent)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后,
(2)列中该系数保持显著正相关,且增至 0. 014,表明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列~ (6)列阐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创新能力、价值链攀升、经营效率及资产结构等不同维度的回归

分析结果,各维度系数均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实施能够从多个维度优化制造业的资源配

置,提升生产要素的产出率,并加速实体经济的创新进程,有效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制造业的转型与升

级。 因此,本文的假设 H1 得到了实证支持。

表 5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Upgrade Upgrade 创新能力 价值链位置攀升 经营效率 资产结构

lnpatent 0. 012∗∗∗

(8. 167)
0. 014∗∗∗

(9. 746)
0. 044∗∗∗

(9. 235)
0. 008∗∗∗

(3. 821)
0. 007∗∗∗

(5. 287)
0. 002∗

(1. 777)

Firmage -0. 008∗∗∗

( -9. 463)
-0. 003

( -0. 938)
0. 003∗∗∗

(3. 742)
-0. 007∗∗∗

( -5. 470)
-0. 019∗∗∗

( -20. 157)

Growth 0. 008∗∗∗

(6. 329)
0. 034∗∗∗

(8. 335)
-0. 001

( -0. 964)
0. 008∗∗∗

(4. 304)
-0. 005∗∗∗

( -4. 522)

Leverage -0. 025∗∗∗

( -6. 178)
-0. 000

( -0. 011)
0. 003

(1. 343)
-0. 092∗∗∗

( -15. 049)
-0. 040∗∗∗

( -9. 678)

TobinQ 0. 004∗∗∗

(6. 545)
0. 012∗∗∗

(6. 604)
0. 001

(1. 474)
0. 003∗∗∗

(3. 942)
0. 001∗

(1. 945)

Cflow 0. 045∗∗∗

(5. 675)
-0. 051∗∗

( -2. 183)
0. 087∗∗∗

(8. 349)
0. 291∗∗∗

(20. 791)
0. 073∗∗∗

(7. 925)

常数项
0. 047∗∗∗

(7. 366)
0. 063∗∗∗

(8. 942)
0. 039∗

(1. 888)
0. 113∗∗∗

(19. 820)
0. 392∗∗∗

(39. 328)
0. 114∗∗∗

(16. 054)
Year、Ind、Pr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5168 15168 15168 15168 15168 15168
Adj. R2 0. 519 0. 559 0. 392 0. 987 0. 784 0. 293

　 注:∗∗∗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差经企业层面聚类(cluster)调整。

(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检验

第一,在制造企业的转型与升级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时间滞后特征,本文参照谢卫

红等[61]学者的做法,选取人工智能滞后 1 期(L. lnpatent)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变量。 同时根据伍尔德里奇

(Wooldridge)的假设,
 

若模型残差由当期扰动决定而时序关联性不强,核心解释变量滞后 2 期能更有效地缓解

内生性问题。 因此选取人工智能滞后 1 期(L. lnpatent)、滞后 2 期(L2. lnpatent)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变量

进行回归估计。 由表 6 的(1)列~ (4)列可见,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 L. lnpatent、L2. lnpatent 回归系数

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均通过不可识别与弱工具检验,即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第二阶段

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第二,本文借鉴姚加权等[2]的做法构建双维度工具变量,利用地级行政区的平均高程(Geography)构建

工具变量[71] 。 高程指的是某点沿铅垂线方向到绝对基面的距离,对地理导航和定位的重要性,企业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应用程度对于其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进行战略决策和定位同样至关重要。 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提供精准分析和实时数据,助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条件下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实现有效的市场

导航和战略定位,因其不随时间变化,故参考谢卫红等[61] 的做法,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与按行业-省份分类的

人工智能技术均值的差额的三次方 ( Cubepatent) 来体现工具变量的时变性。 因此, 两者的交乘项

(Geography×Cubepatent)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作为企业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变量。 回归结

果见表 6 的(5)列和(6)列,工具变量(Geography×Cubepatent)与核心解释变量(lnpatent)均在 1%水平上显著

为正,该结果再次印证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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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lnpatent Upgrade lnpatent Upgrade lnpatent Upgrade

lnpatent 0. 018∗∗∗

(8. 525)
0. 017∗∗∗

(6. 935)
0. 013∗∗∗

(6. 347)

L. lnpatent 0. 716∗∗∗

(33. 989)

L2. lnpatent 0. 698∗∗∗

(27. 759)

Geography×Cubepatent 0. 002∗∗∗

(35. 208)

常数项
-0. 118∗∗∗

( -3. 203)
0. 072∗∗∗

(9. 276)
-0. 171∗∗∗

( -3. 209)
0. 059∗∗∗

(6. 596)
-0. 156∗∗∗

( -4. 058)
0. 063∗∗∗

(8. 95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Pr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 1×104 1. 6×104 1. 6×104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 1155. 258 770. 543 1239. 627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106. 247∗∗∗ 85. 333∗∗∗ 88. 917∗∗∗

N 11878 11878 10078 10078 15168 15168
Adj. R2 0. 545 0. 550 0. 488 0. 544 0. 574 0. 559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差经企业层面聚类(cluster)调整。

2. 稳健性检验

(1)倾向得分匹配法。 本文参照姚加权等[2] 的做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先基于人

工智能关键词将样本划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最邻近匹配方法(1 ∶1)进行匹配。 平衡性检验表明,实验

组与对照组在企业特征方面的标准误绝对值降幅介于 77% ~ 96%,匹配后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普遍低于

7. 5%,且 t 检验未能拒绝原假设,说明匹配过程达到了较高的平衡性标准。 回归结果如表 7 的(1) 列和

(2)列所示,结论依然保持稳健。
(2)PSM-DID 方法。 本文进一步采用 PSM-DID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构建模型如式(5)所示。

Upgrapei,t = μ0 + μ1Treati × Postt + μ j∑Controlsi,t + ∑Year + ∑Ind + ∑Pro + εi,t (5)

自 2015 年起,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已成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与核心任务。 据此,本
文将 2015 年后专利中包含人工智能关键词(表 1)的企业样本定义为实验组(Treat×Post = 1),否则为对照组

(Treat×Post= 0)。 结果如表 7 的(3)列和(4)列所示,不管有无加入控制变量,Treat×Post 回归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文所得结论一致。

(3)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 本文参照金环等[72]的研究方法,采用 LP 法和 OP 法估算的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TFP)作为衡量企业转型升级的替代变量(分别记为 TFP_OP 和 TFP_LP)。 表 7 的(5)列和(6)
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改变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度量方式后,两种测量方法所回归得出核心解释变量

(lnpatent)系数始终显著为正,相关结论仍旧稳健。
(4)更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 第一,由于专利申请总量能够很好地概括企业的创新水平,因此本文参

考吕民乐和汪星星[73]用专利申请总量(实用型专利、外观型专利和发明专利之和)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替

换指标,表 7 的(7)列和(8)列结果表明,不管有无加入控制变量,其结果依旧稳健。 说明原有结论依然成

立,证明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5)排除特定行业与地区的影响。 根据张任之[74]的做法,进一步构造了如下两个子样本进行稳健性检

验:第一,鉴于特定制造业的技术密集特性可能提升其企业转型升级的水平,本文为了降低行业特性对研究

结论的干扰,排除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样本。 第二,为控制经济发达地区对转型

升级影响的潜在偏误,排除了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经济领先地区的企业样本。 表 7 的(9)列和(10)
列结果显示,结论在排除特定行业或地区样本后依然保持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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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变换聚类标准误。 借鉴夏太彪等[57] 的做法,替换回归方程中的聚类标准误,分别采用省份聚类和

行业聚类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 7 的(11)列和(12)列所示,研究结论保持稳健。

表 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DID 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TFP_OP TFP_LP

lnpatent 0. 014∗∗∗

(6. 143)
0. 015∗∗∗

(7. 347)
0. 277∗∗∗

(12. 901)
0. 357∗∗∗

(14. 871)

Treat×Post 0. 018∗∗∗

(9. 702)
0. 020∗∗∗

(11. 442)

常数项
0. 033∗∗

(2. 245)
0. 060∗∗∗

(3. 523)
0. 047∗∗∗

(7. 551)
0. 062∗∗∗

(8. 892)
7. 057∗∗∗

(51. 607)
7. 689∗∗∗

(44. 704)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Yes Yes

Year、Ind、Pr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800 3800 15168 15168 15168 15168

Adj. R2 0. 593 0. 630 0. 514 0. 552 0. 449 0. 444

变
 

量

(7) (8) (9) (10) (11) (12)
替换解释变量 排除特定行业 排除特定地区 省份聚类 行业聚类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lnpatent 0. 011∗∗∗

(8. 310)
0. 014∗∗∗

(7. 930)
0. 014∗∗∗

(15. 637)
0. 014∗∗∗

(6. 930)

lnallpats 0. 002∗∗∗

(4. 758)
0. 003∗∗∗

(7. 045)

常数项
0. 059∗∗∗

(6. 996)
0. 076∗∗∗

(7. 794)
0. 057∗∗∗

(8. 286)
0. 040∗∗∗

(3. 986)
0. 063∗∗∗

(8. 189)
0. 063∗∗∗

(10. 333)
控制变量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Pr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8365 8365 12609 11551 15168 15168

Adj. R2 0. 426 0. 480 0. 563 0. 554 0. 559 0. 559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差经企业层面聚类(cluster)调整。

(四)作用机制分析

表 8 为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1)列与前文研究相符,验证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假设 H1 得到验证。 根据链式中介检验模型(2) ~模型(4),表 8 的(2)列为模型(2)结果,表
示当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数据要素应用水平时,人工智能技术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高水平的人工智

能技术能力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数据的利用效率,假设 H2 得到检验。 在企业转型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高

端性能,特别是在自动化数据处理、模式识别、预测性分析、决策优化和技术整合等领域,显著增强了企业对

数据的深度挖掘和价值洞察能力,进而提升了企业对数据要素的应用效率。 表 8 的(3)列为模型(3)结果,
表示当被解释变量为内部控制质量时,人工智能技术的系数为 0. 078,数据要素应用水平的系数为 0. 062,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制造企业人工智能技术与数据要素应用水平的提升均能增强其内部控制质

量,假设 H3 得到检验。 事实上,拥有较高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制造企业具备卓越的实时监控与预测能力,
能够对业务风险进行预测与评估[55] ,辅助企业制定有效的风险缓解措施。 同时,人工智能通过自动化执行

常规内部控制流程,如财务报告与审计,降低了人为错误,增强了控制活动的一致性,从而提升内部控制的

整体质量。 提升数据要素应用程度之所以能够发挥促进作用,源于企业转型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数据。 这些

数据驱动的洞察能够辅助管理层进行更明智的决策,增强了信息的透明度与可获取性,进而提升了内部监

督的有效性。
表 8 中(4)列为模型(4),表示以企业转型升级作为被解释变量,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系数为 0. 011,数

据要素应用水平的系数为 0. 007,内部控制质量的系数为 0. 003,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三者与企

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 H4 得到了检验。 (2)列~ (4)列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工智能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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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够识别异常模式,实时监控业务流程,也有助于建立数据驱动的企业文化,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源强

化内部控制意识,共同推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即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数据要素和内部控制两条独立的并行

中介路径影响企业转型升级。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通过高效利用数据要素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从
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即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数据要素应用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的链式中介效应影响企业转

型升级。 接下来,将采用 Bootstrap 方法进一步验证中介效应是否显著存在。
表 9 为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从表 9 中可以得出,总中介效应显著,路径系数约为 0. 014,置信

区间显著,不包含 0。 其中,数据要素应用水平在两者之间的独立中介效应 1 显著,置信区间为[0. 00193,
0. 00262],不包括 0;内部控制质量在两者之间的独立中介效应 2 显著,置信区间为[0. 00018,0. 00032],不
包含 0;数据要素应用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置信区间为[0. 00004,0. 00010],不包含 0。
综上,数据要素应用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不仅发挥了并行中介效应还发挥了链式中介效应,即假设 H2 ~ 假

设 H4 成立。

表 8　 逐步回归检验

变量
(1) (2) (3) (4)

Upgrade Dig IC Upgrade

lnpatent 0. 014∗∗∗

(9. 746)
0. 349∗∗∗

(13. 970)
0. 078∗∗∗

(6. 458)
0. 011∗∗∗

(8. 225)

Dig 0. 062∗∗∗

(4. 171)
0. 007∗∗∗

(7. 880)

IC 0. 003∗∗∗

(7. 431)

常数项
0. 063∗∗∗

(8. 942)
1. 100∗∗∗

(9. 800)
7. 056∗∗∗

(75. 071)
0. 034∗∗∗

(4. 49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ar、Ind、Pro Yes Yes Yes Yes

N 15168 15168 15168 15168
Adj. R2 0. 559 0. 418 0. 043 0. 569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差经企业层面聚类(cluster)调整。

表 9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

效应类型 Z P 95%置信区间 抽样次数

直接效应 lnpatent→Upgrade 15. 690 0. 000 [0. 00996,0. 01277] 5000
独立中介效应 1 lnpatent→Dig→Upgrade 12. 930 0. 000 [0. 00193,0. 00262] 5000
独立中介效应 2 lnpatent→IC→Upgrade 6. 630 0. 000 [0. 00018,0. 00032] 5000
链式中介效应 lnpatent→Dig→IC→Upgrade 5. 090 0. 000 [0. 00004,0. 00010] 5000

总中介效应 19. 400 0. 000 [0. 01252,0. 01533] 5000

五、异质性分析

(一)产权性质差异

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本文借鉴谢卫红

等[61]的做法,若样本企业为国有企业取值为 1,否则为 0。 表 10 的(1)列和(2)列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

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两组经验 P 值在 5%的水平上显著。 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

是:国有企业由于其资源优势和较低的市场竞争力,可能缺少推动结构性变革的内在激励,因此在人工智能

技术的创新应用上显得较为被动。 非国有企业在面临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为了维持和增强自身的

市场竞争力,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动机去实施企业结构性变革和策略升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转型

升级的效率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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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型并购差异

在人工智能时代,大部分企业通过技术并购,将组织外部的技术资源转化为组织内部的技术资源[75] 。
本研究借鉴姚加权等[2]的做法,将样本划分为技术型并购企业和非技术型并购企业,其中,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企业为技术型并购企业。 回归结果如表 10 的(3)列和(4)列所示,技术型并购制造企业

核心解释变量 lnpatent 的系数为 0. 019,大于非技术型并购制造企业的系数 0. 011,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两组经验 P 值在 5%的水平上显著。 可能的原因在于,技术型并购制造企业由于具备较高的技术基

础,能够更迅速地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创新资源,从而加速自主创新和企业转型升级。 相比之下,非技

术型并购制造企业虽然也能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正面的技术创新,但其在技术基础和应用能力上可能存

在局限,转型过程可能相对缓慢。
(三)技术迭代速度差异

不同技术变化速度的制造企业,其人工智能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程度存在差异[76] 。 因此,参考沈坤荣

等[76]的研究,将样本划分为技术迭代速度快与技术迭代速度慢两个行业类别,回归结果如表 10 的(5)列和

(6)列。 在技术变化较快行业,人工智能技术在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上的作用反而更强。 可能的原因是,
计算机领域及其他相关行业正经历着快速的技术迭代与革新,技术前沿持续拓展。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

技术的引入不仅加速了技术领域的边界拓展,还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这对于推动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具

有显著的催化作用。
(四)科技行业差异

不同行业中,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 根据杨金玉等[77] 的做法,将
样本划分为高技术与低技术两个行业类别,回归结果如表 10 的(7)列和(8)列所示。 高科技行业中核心解

释变量系数为 0. 014,在 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非高科技行业,产生这一结果与高科技行业对知识产权的依

赖性和创新驱动的特点相符合,专利作为一种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高科技行业来说尤为重要,其依赖于技术

创新来维持竞争优势。

表 10　 异质性分析

变
 

量

(1) (2) (3) (4) (5) (6) (7) (8)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技术型并购
制造企业

非技术型
并购制造企业

技术迭代
速度快

技术迭代
速度慢

高科技行业
非高科技

行业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Upgrade

lnpatent 0. 009∗∗∗

(4. 119)
0. 015∗∗∗

(8. 590)
0. 019∗∗∗

(6. 746)
0. 011∗∗∗

(8. 310)
0. 016∗∗∗

(7. 694)
0. 011∗∗∗

(7. 887)
0. 014∗∗∗

(9. 464)
0. 008∗∗∗

(2. 829)

常数项
0. 044∗∗∗

(3. 176)
0. 073∗∗∗

(8. 373)
0. 084∗∗∗

(5. 940)
0. 057∗∗∗

(8. 286)
0. 072∗∗∗

(6. 352)
0. 055∗∗∗

(7. 782)
0. 052∗∗∗

(7. 168)
0. 057∗∗∗

(6. 72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Pro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529 10639 12409 2759 4396 10772 12409 2759

Adj. R2 0. 567 0. 576 0. 560 0. 566 0. 562 0. 566 0. 560 0. 566
系数差异 P 值 0. 039∗∗ 0. 011∗∗ 0. 057∗ 0. 094∗

　 注:∗∗∗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差经企业层面聚类( cluster)调整;系数差异 P 值是基于 Chow
检验计算得出。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选取 2007—2022 年制造业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人工智能技

术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二者之间关系的具体影响路径,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第一,人工智能的应用为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从而显著提升了这些企业实现智能

化转型的内在潜力。 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人工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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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积极作用,其应用不仅提供了专业和战略层面的决策支持,而且强化了技术

决策层在推动企业智能化转型中的作用。
第二,数据要素应用水平在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升级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与内部控制质量具有并行

和链式中介效应,有效提高企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效率。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对企业的内部管理流程进

行优化,从而为促进企业的结构性变革与升级提供动力,即数据要素与内部控制均为制造企业重要的资源。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增强数据分析的深度与广度,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创新;另一方面,高
效地利用企业数据要素可显著提高决策的精确性与运营的效率,从而对内部控制的质量产生积极的促进作

用,进而协同推动企业的转型与升级。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对提升非国有制造企业、技术型并购型制造企业、技术变化较快行业与高科技行业

的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作用较强。 非国有企业、技术型并购企业和高科技行业中的制造企业,由于面临更大

的市场竞争压力、拥有更强的技术基础和对知识产权的依赖,更倾向于积极采用人工智能技术,从而加速企

业的转型升级。 此外,技术迭代速度快的行业也能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中获益更多,推动了新技术的开

发和应用,突显了企业在人工智能时代转型升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二)研究启示

第一,人工智能政策应专注于激励和指导制造企业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与实际应用。 目前,中国

制造业在智能化转型过程中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如整合难题、融合不彻底、深度融合不足、融合意愿不强

及融合条件不便等一系列挑战[78] 。 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 因此,政
府需依据人工智能技术的独特属性,制定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以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紧密

融合,以营造一个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生态环境,促使企业在关键领域开展试点项目,并通过分享成功

案例来促进行业内的技术交流与协作。 同时,政策应鼓励企业在产品开发、流程优化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方

面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力,支持跨领域产学研合作,推动生产要素向更具市场需求和效率的区域集中,从
而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和产业链协同性。

第二,政府应鼓励制造企业同步推进人工智能的基础技术研发与应用场景创新,实现技术与实践的协

调转型。 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是企业整体智能化转型的关键环节,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因此,
政府应积极促进制造企业对前沿人工智能技术的接纳、吸收与应用,以驱动生产方式和治理结构的创新与

转型。 对于拥有知识优势的制造企业来说,政府可以加大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发投入,通过引导不同产业

链的制造企业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进行协同创新,促进人工智能技术与产品、服务及商业模式的深度整合,
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质性地促进企业智能化转型。

第三,制造企业需完善数据管理与治理,强化内部控制机制,以内部驱动的方式促进制造企业转型进

程。 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是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制。 因此,企业应建立数据

治理框架,主动整合人工智能技术,以提高数据资源管理的效率,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并解决管理层代理问

题。 同时,企业应促进跨部门协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用,促进技术与知识的共享。 在内部管理领

域,企业需制定全面的人才战略,涵盖招聘、培训、职业发展和技能提升,以吸引和培养与人工智能技术相适

应的人才。 此外,建立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激发员工实现企业目标,并持续优化培训体系,确保员工技

能与技术发展同步。 通过定期的内部审计和反馈循环,确保内部控制措施的持续有效性,并根据人工智能

技术的最新进展进行适时调整。
第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能力相对欠缺的企业应积极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将智能化转型战略纳

入长期规划中。 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受产权结构、技术并购行

为、技术演进速度及行业特性等变量的影响。 一方面,能力稍微欠缺的制造企业应深刻理解智能化转型的

重要性,倡导思维革新以促进文化转型,并在维持运营与盈利的基础上,分阶段、有序地实施智能化升级。
另一方面,这些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了解企业转型的最大痛点,如可能遭遇研发资金短缺和人工智能专业

人才匮乏等问题,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改进,从而保证企业转型进程。 同时,这类制造企业应积极构建与

合作伙伴、技术供应商和科研机构的协作网络,致力于摆脱数据孤岛现象,同时主动发掘与企业特定需求及

58

谢卫红等:
  

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促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智能化转型策略,以确保技术资源的高效整合。
(三)不足与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局限性,以待未来研究予以改善: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量化方法有待进一步改善。 未来

的研究可借助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手段,对制造业中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进行更为细致的评估,并与现有理

论相结合,以探索更为准确的测量方法。 其次,基于数据要素应用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进行了机制检验,未
来可以结合其他作用机制进行完善。 最后,由于非上市公司数据难以获取,本文仅收集制造业 A 股上市公

司样本,后续可以扩大样本范围,纳入更多类型企业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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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as
 

a
 

core
 

driver
 

for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has
 

revealed
 

that
 

enterprises􀆳
 

deficiencies
 

in
 

data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internal
 

management
 

constitute
 

major
 

obstacles
 

to
 

intelligent-driven
 

upgrading.
 

To
 

address
 

this
 

issue,
  

based
 

on
 

the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Chinese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22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AI
 

technology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identified
 

between
 

AI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which
 

remained
 

consistent
 

through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
 

AI
 

technology
 

also
 

can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rough
 

two
 

independent
 

mediating
 

effects
 

of
 

enhancing
 

the
 

application
 

level
 

of
 

data
 

factor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ternal
 

control,
  

as
 

well
 

as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two.
 

The
 

impact
 

of
 

AI
 

technology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non-state-owned,
  

technology-oriente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fast-changing
 

technology-related
 

industrie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is
 

greater.
 

These
 

conclusions
 

expand
 

the
 

mechanism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enhancing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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